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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文责自负。

摘　要：本文将 农 民、农 民 工 以 及 已 经 获 得 非 农 户 籍 的“新 市 民”的“农 民 子

女”作为分析对象，以农民子 女 跨 越 城 乡 二 元 系 统 的 市 民 化 进 程 来 透 视 中 国

社会 系 统 的 开 放 性 与 社 会 分 层 流 动 机 制。基 于ＣＧＳＳ调 查 数 据 等 资 料 的 分

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职业非农化水平快速提高，但身 份 市 民 化

机会长期保持不 变，两 者 之 间 的 断 裂 日 益 扩 大。这 种 断 裂 不 仅 表 现 在 水 平

上，也表现在分配机制上。职 业 非 农 化 的 途 径 日 益 多 元 化，教 育 的 作 用 相 对

弱化，家庭背景有着相对重要的作用。而户籍非农化（身份市民化）因 升 学 之

外的传统途径不断收缩，教 育 成 为 影 响 户 籍 非 农 化 的 主 要 因 素，从 而 保 持 了

有限的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间分配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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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Ｇｒｕｓｋｙ，１９８３；Ｈａｕｓｅｒ，１９８１；Ｌｉ　ａｎｄ　Ｗａｌｄｅｒ，２００１；Ｎｅｅ，１９８９；Ｎｅ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１９９６；Ｗａｌｄｅｒ，２００２；边燕杰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８；郝大海，２０１０；
李春玲，２００６，２００７；李路路，２００３ａ；梁玉成，２００６；刘精明，２００１；刘精明、李路路，

２００５；吴晓刚，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吴愈晓，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周怡，２００９）。其中，以

职业流动与关联度来测量社会开放度的研究大多发现中国社会职业代

际关联度相对较低，社会的开放程度较大，以至于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

为开放的社会（Ｂｌａｕ，１９９０；Ｗｕ　ａｎｄ　Ｔｒｅｉｍａｎ，２００４；李路路，２００６；吴晓刚，

２００７）。但对生活在其中的国人而言，当前社会系统的封闭性及其日益

扩大的不平等是鲜明的，以至于可被称为一个“断裂”或“总体性”社会

（孙立平，２００３）。因此，分层研究不得不更多地强调社会地位的代际关

联性和阶层不平等再生产的间接性与隐蔽性以保持与社会舆论的一致

（方 长 春，２００９；李 路 路，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２００３ｃ，２００６；郑 辉、李 路 路，

２００９），或者建构更 为 有 效 的 阶 层 测 量 指 标 以 涵 盖 中 国 社 会 因 单 位 区

隔、城乡分割、权力权威等级差异所带来的更为实质的不平等（李路路

等，２０１２；林宗弘、吴晓刚，２０１０）。
样本选择性是上述研究得出社会系统开放性大的重要原因。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能够代表中国城乡的全国整体性样本屈指可数。上述

研究多数是分城乡进行的，且以城市样本为主。而城市样本，不管是户

籍居民样本还是常住人口样本，都受到人口迁移和人口政策的巨大影

响。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的共同影响使外来人口在中国城市居民中的

比例非常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在中国城市常住居民中，
户籍在外乡镇街 道 的 人 口 占４２．２％（２０１０年 人 口 普 查 资 料 表１－２ａ）。
如果考虑到那些户籍已经迁到现居地的人口，迁入人口的比例会更大。
这些迁入人口多数来自农村，并且很可能具有潜在的选择性：一方面，
他们的出身和先赋特征，如父母的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等分层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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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特别关心的变量的取值都处于最低的一端；另一方面，由于流动和

迁移的筛选作用，这些人很多都具有某些后天能力或优势，是农村人中

的“佼佼者”，他们会大大降低城市样本的收入、社会地位等因变量与家

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相关度，夸大整个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度（李骏、

顾燕峰，２０１１；吴晓刚，２００７）。
样本选择性同样出现在以农民工为关注核心的劳工研究中。与职

业分层和流动研究形成鲜明对比，劳工研究得出了相对悲观的结论。

研究发现，中国社会正处在快速的阶级化风险中，社会冲突日益加剧

（黄宗智，２００９；李强，２００４；潘毅，１９９９，２００５，２００７；潘毅、陈敬慈，２００８；
潘毅 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０；潘 毅、任 焰，２００８；任 焰、潘 毅，２００６ａ，２００６ｂ，

２００６ｃ，２００８；沈原，２００６；王春光，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有 研 究 甚 至 试 图

将农民工研究纳入阶级形成的分析框架，重返阶级分析（仇立平，２００６；

冯仕政，２００８；李路路，２００３ａ；沈原，２００６）。他们通过展现农民工在资

本的“压迫”及政府保护的“缺位”下的生存、认同和行动状况（包括自戕

和反抗）来揭露现实制度的运作逻辑与不合理性，并探讨阶级作为一种

社会行动者 的 可 能（潘 毅，１９９９，２００５；潘 毅、许 怡，２０１２；任 焰、潘 毅，

２００６ｃ，２００８）。与此同时，这 样 的 研 究 多 少 都“抱 怨”农 民 工 群 体 的 沉

默、温顺和不行动（陈映芳，２００５ａ；潘毅，２００５；潘毅、陈敬慈，２００８）。这

些结论之所以偏于悲观或激进，与其对弱势劳工群体的选择性关注紧

密相关。进入这类研究视野的正是那些在社会流动中处于不利位置的

个体———留守农村的人和彷徨于城乡之间的人。那些已经定居城市，

实现了身份转变和社会流动的个体被排除在外，更不用说那些城市中

的新中产群体和社会精英。

本文试图将农民、农民工和由农民转变而来的新市民等具有相同

出身的“农民子女”放在一起进行研究，透过农民子女的城市化问题来

度量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程度，探讨中国社会流动的机制及其变化。

由此，不仅可以看到大量实现了职业非农化但仍彷徨在城乡之间的农

民工，也可以看到部分已经获得了市民身份并融入城市社会的农民子

女，从而更为全面地反映至今仍在中国占据绝大多数的农民及其子女

的社会分化与流动进程，避免因观察对象的选择性而带来的片面结论

和偏激观点。１

１．因此，在本文的概念中，“农民”更多地指一种身份而非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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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市民化统合农民社会流动研究

当我们集中关注农民子女的社会分化与流动时很容易发现，对中

国农民而言，职业流动虽然重要，但并非关键，更为重要的流动是由农

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陈映芳，２０１２）。在中国人看来，长久但没有身份

转换的职业非农化仍不足以将一个乡下人变为城里人，或把农民变为

市民。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各职业内因身份差异而被区别对待的现

象的持续存在，使初级的职业非农化的社会意义大打折扣。从这个意

义上讲，以往套用职业代际关联度来测量社会开放度和以职业地位来

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选择了多少有些宽松的

指标。不同阶层间的相对流动机会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测量社会的

开放度，但在城乡差异巨大的中国，最能测量社会开放度并影响社会结

构转型的，莫过于农民及其子女跨越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化与流动。中

国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将 来 是 转 变 为 相 对 稳 定 和 谐 的“橄 榄 形”结

构，还是继续维持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并保有一个庞大的底层贫困群体

甚至一个具 有 集 体 行 动 能 力 的 工 人 阶 级（李 春 玲，２００５；李 强，２０１０；
沈原，２００６；孙立平，２００３），关键之一取决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中最

底层的农民及其子女的出路。只有出身农民阶层的社会成员能够顺利

地分化并成长为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相关社会阶层的成员，社会阶层

结构的转型才是顺利的，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也才是鲜明的。以往社会

分层研究套用西方的研究范式，集中关注职业地位的获得和职业的代

际流动，将户籍差异与城乡结构作为既定社会结构来解释上述因变量

（李骏、顾燕峰，２０１１；吴晓刚，２００７），对跨域二元系统的流动（如城市户

籍的获得）本身却研究很少，忽视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转型中这一更为

关键的不平等和社会流动。而且，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

会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非常不同于社

会分层流动研究兴起于其间的成熟后工业社会。在那样的社会，社会

职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农民群体只出不进的特征使基于相对流动率

的代际地位关联测量 失 准（Ｘｉｅ　ａｎｄ　Ｋｉｌｌｅｗａｌｄ，２０１０）。随 着 城 市 化 的

进一步发展、非 市 民（ｎｏｎｃｉｔｉｚｅｎ）规 模 的 扩 大 以 及 市 民 权 利 意 识 的 觉

醒，在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推动下，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获得市民身

份并认同自身的市民权利，对此过程的研究也将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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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以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衡量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性，探讨

中国的社会流动规律，以市民化进程统合农民这一群体的职业非农化

与身份市民化等社会分化和流动问题，在这方面，国内已经有大量研究

（蔡昉，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０ｂ；陈丰，２００７；陈映芳，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ｂ；管明，２０１０；刘传江、
程建林，２００８；莫 艳 清，２００９，２０１２；文 军，２００４，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徐 建 玲，

２００８；余京津，２０１２；张达，２０１２；张裴，２０１１；郑杭生，２００５）。从这些研

究可知，农民的市民化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生产方式的非农化与生

活方式的城市化和权利与身份认同的市民化（陈映芳，２００５ａ）。前者对

应职业的非农化与居住生活的城市化，后者对应市民权的获得与市民

身份认同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的第一个层次

（职业非农化）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在第二个层次上收效甚微，其中“市

民权”（ｕｒｂａ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得不到落实是市民认同与观念得不到发展的

根本原因（陈映芳，２０１２）。本文用职业非农化测量生产生活方式的城

市化，以是否获得城市户籍来标识市民化过程中“市民权”及市民身份

的实现程度。这一测量指标之所以仍然可用，是因为与没有获得当地

城市户籍的外来人口相比，获得当地城市户籍意味着个体得到了更多

与市民平等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权利以及参与政治选举的机

会（王美艳、蔡昉，２００８），在制度上更多地被承认是当地市民。随着市民

化的推进和各种从表面上消除户籍差别的行政努力的影响，建构更为

精细的市民化进度测量指标未来将成为必要。
以市民化进程统合农民的社会分化与流动研究，不仅有利于弥补

以往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的不足，还可以更好地吸纳以往有关劳

工阶层和中产阶层研究的成果。相对于将劳工研究纳入阶级形成框架

和重返阶级分析（沈原，２００６），市民化进程框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阶

级形成框架对研究劳工的认同、集体行动与组织化有一定优势，但很难

解决“阶级形成”后 不 同 社 会 阶 层 和 阶 级 在 城 市 社 会 中 多 元 共 存 的 问

题，也难以解释现实中的“阶级不行动”问题。而市民化进程框架可以

在宏观上预设多种阶级结构，在微观上为农民子女预设多种阶层出路，
更为客观地确定劳工阶级及社会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相对位置，为个

体的认同和行动提供更贴切的解释。相对于中产阶层形成研究而言，
市民化进程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产阶级从何而来、面临什么

挑战等关键性问题。受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理想社会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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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导（米尔斯，１９８７），中产阶层研究将注意力集中于中产阶级的出现

与形成，对其地位和作用、阶层认同、消费模式、政治参与和阶层再生产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陈柏峰，２０１２；邓玮，２００４；方 金 友，２００７；李 春 玲，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李 强，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吕 大 乐、刘 硕，２０１０；齐 卫 平、肖 照 青，２００３；
沈晖，２００８；温 静，２００３；杨 华，２０１２；张 建 明 等，１９９８；张 金 荣，２００４；张 宛 丽，

２００２；张宛丽等，２００４），希望这一阶层的形成能缓解中国社会的结构紧

张，并使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升格到一个新的档次（李路路，

２００８；李路路、王宇，２００８；周晓虹，２００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１１）。但是，中产

阶级从何而来？忽视中国社会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与庞大的城乡迁

移人口———潜在的新市民———对于城市社会阶层结构与阶级认同的影

响，相关的研究多少显得有些不足。
当然，市民化进程框架会在一定程度上将那些无需市民化的群体排

除在外，有忽视农民及市民各自内部的差异，并有过分拥护城市化和忽

视其他现代化路径和出路的嫌疑，但这一框架在“城市中国”日渐浮现的

现阶段，能抓住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核心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郑杭生，

２００５；陈映芳，２０１２）。随着城市化内涵的扩展和市民化测量指标的精

细化，相关不足还可以在市民化过程的相关研究中得到改善。
在市民化进程框架下，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农民及其子女市民化的

机会如何？这些机会主要依据什么进行分配，以及是否发生了变化？

二、有限的市民化机会：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的断裂

当前中国农民子女的市民化现状如何？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

存在表明，中国农民的分化流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也遇到了

巨大的障碍（段成荣等，２００８）。农民工群体规模越大，表明实现了职业非

农化但未实现身份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规模越大。农民的城市化

进程日益分裂为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两个相互脱节的过程。这种

断裂还直接表现为中国非农户籍人口规模与城镇常住人口规模之间日

益扩大的差距（见图１）。长期居住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子女越来越多，
但获得非农业户口且享受市民待遇的人数却增长缓慢。２０１０年，这两个

数字之间的差额达２．１亿。这种断裂造成了农民工群体半城市化半无

产化的状态和当事群体痛苦的城市化体验与阶级化冲动（潘毅等，２００９）。
其中，又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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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强烈的城市化愿望，适应城市生产和生活的速度更快（段成荣、马学阳，

２０１１；王春光，２００１），但市民化机会却不一定有所增长。

２．这仅仅是一个操作定义，其他研究者可以 选 择 不 同 的 年 龄 点。笔 者 根 据 以 往 社 会 流 动 研

究选择了１４岁作为参照点，是因为这一年龄通常处于初中阶段，在成为劳 动 力 之 前，户 籍 变

化较少。对１８岁这一年龄点的选择，则是因为数据仅仅询问了受访者这一 年 龄 时 父 母 的 信

息。其他来源的数据缺乏这一信息，因此，本文将１４岁时以前未获得非农户口的人都定义为

农民子女。此外，１９３６年前出生的人不 在 研 究 范 围，认 为 自 己１９５８年 以 前 即 获 得 非 农 户 口

的人被认为生来就是非农人口。

３．此处不考虑多次进出非农职业以及最终回 到 农 业 生 产 的 情 况，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高 估 了 非 农

化比例。

４．关于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的背景信息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２００８）。后文使

用的ＣＧＳＳ２００８和ＣＧＳＳ２０１０均来自于同一单位。

５．图２中各年的风险水平是通过将截面调查数据转变为人年数据计算得到的。数据中年龄

较大案例经历的风险期较长，而年龄较小者经历的风险期较短。越远离调查 年 份，人 口 年 龄

结构越偏离正常结构，不控制各 个 风 险 年 份 的 人 口 年 龄 结 构，可 能 影 响 非 农 化 水 平 的 估 计。
因此，图中两个比率用总体的年龄结构作为标准年龄结构进行了标准化。

６．参见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ｃｎｅｔ．ｕｃｌａ．ｅｄｕ／ｉｓｓｒ／ｄａ／ｌｈｓｃｃｓ／ｃｈｉｎａｗｅｂ．ｈｔｍｌ。

如果将所有１４岁仍未获得非农户口且１８岁时父母户口均为农 业

户口的人界定为“农民子女”，２且每个农民子女自１４岁开始就有着 职

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的可能，只要获得非农职业即跳出职业非农 化

风险 集，３一 旦 获 得 了 非 农 户 口 也 就 跳 出 了 户 籍 非 农 化 的 风 险 集，那

么，根据每年年初处于上述风险集的人数以及当年首次参加非农工 作

和获得非农户口的人数就可计算出各年份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和户 籍

市民化的相对概率。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４中的农民子女样本的计算结果如图２
中带标记的曲线所示。５可以看到，１９８５年以前，职业非农化与户籍 非

农化的水平大体相当，相差不大，整体水平较低。１９８５年以后，农民 子

女职业非农化的速度迅速提高，户籍非农化水平虽然有提升，但变化 相

对实在太小，年均非农化几率很多时候都不到１％。两条曲线 间 的 差

距越来越大，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进程之间的断裂趋势日益明显。
与吴晓刚等（Ｗｕ　ａｎｄ　Ｔｒｅｉｍａｎ，２００４）利 用“当 代 中 国 生 活 史 与 社 会 变

迁调查”（ＬＨＳＣＣＣＨ１９９６）数据６得出１９９６年以前１０年户籍非农化 的

风险水平有所下降的结论不同，本研究汇总的多个数据表 明，１９９６年

及以前的１０年农民子女户籍非农化水平还有不太明显的提升。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数据以及中国社会 科 学 院 中 国 社 会 状 况 调 查（ＣＳＳ）２０１１年 数 据 汇 总

的结果同样表明，尽管中国城市建设如火如荼，但户籍非农化水平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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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城镇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１９８１年及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

数；１９８２、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数据为当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数；其余年份数据为年度

人口抽样调查推算数据）；１９９８年及以前非农户籍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１９９９》（公安年报户籍人口统计 数）；１９９９年 及 以 后 数 据 来 自 相 应 年 份 的 公 安 部《全

国分县市人口统计数据》；２０００年数据来自２０００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图１：１９４９－２０１０年中国非农户籍人口与城镇人口规模对比（单位：亿人）

　　　　资料来源：ＣＧＳＳ２００６、ＣＧＳＳ２０１０、ＣＳＳ２０１１。

图２：１９５８－２００６年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的几率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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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仍没有实质性提高。７

依据上述风险集数据，我们还可计算出ＣＧＳＳ调查样本在各个年

龄上 的 平 均 非 农 化 风 险，得 到 职 业 非 农 化 与 身 份 市 民 化 的 年 龄 模 式

（图３），可以看到，农民子女在２０岁左右职业非农化与 身 份 市 民 化 的

几率都相对较高，但职业非农化的水平相对于户籍非农化的差距也最

大。此后，两种非农化的机会都快速下降，到４５岁以后，职业非农化与

户籍非农化的水平共同趋近于０，且职业非农化的水平几乎都始终高

于户籍非农化的水平。如果农民子女都以这种模式度过一生，最终将

有大量农民子女从事非农职业但终其一生都无法获得城市市民身份，

从而出现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身份及认同的断裂。

农民子女非农化 的 年 龄 模 式 与 水 平 在 不 同 队 列 之 间 存 在 一 定 差

异。图４为采用事件史方法得到的不同就业队列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

农化的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函数图，８我们可以看到，各条曲线不仅存在水

平差异，还不完全平行。年轻一代的农民子女非农化的速度相对越快

（曲线的斜率越大），但是职业非农化（包括相对稳定的职业非农化）和户

籍非农化之间的相对差距也更大，两种非农化之间的断裂更为明显。

７．由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０和ＣＳＳ２０１１未询问非农职业获得时间，无法做出职业非农化风险曲线，下
图同此。

８．不同出生队列的模式差异略小，但结论类似。

　
　资料来源：ＣＧＳＳ２００６、ＣＧＳＳ２００８、ＣＧＳＳ２０１０、ＣＳＳ２０１１。

图３：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的年龄别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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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ＣＧＳＳ２００６。

图４：不同队列的农民子女非农化的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估计

　　表１依据年龄和参加工作年份将农民子女分成几组，描述他们截

至调查时获得 非 农 户 籍 和 曾 经 从 事 过 非 农 工 作 的 比 例。我 们 可 以 看

到，年龄较大的农民子女获得非农户籍的比例更高，而年轻人实现职业

非农化的比例更高。９为了将职业非农化的质量考虑进来，我们认为，

受访者从事的非农职业如果至少具有如下特征之一，其职业非农化就

会相对较为稳定：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雇主提供医疗保险或养老保

险、自己从事经营活动且有工商营业执照或至少有一位雇员。同样，越
年轻、参加工作越晚的农民子女实现相对稳定的职业非农化的比例越

高。身份市民化与职业非农化之间的差距在年轻人中最大，户籍非农

化的比例远远落后于职业非农化。这从户籍非农化比例与职业非农化

比例的相对比值也可以看出。

概括而言，在农民子女市民化的过程中，职业非农化长期快于身份

的市民化，两者之间的断裂日益明显。一方面，中国确实有大规模的劳

动力城市化和职业非农化，因此，从职业流动的视角看，社会流动和开放

９．ＣＧＳＳ２０１０数据 中 各 出 生 队 列 户 籍 非 农 化 比 例 更 高，分 别 为２７．２、２１．４、１９．６、２３．０和

１９．６。年轻队列与年老队列非农化比例差异更小。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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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不同队列的农民子女的非农化情况（％）

属性
户籍非农化

比例
职业非农化

比例
稳定的职业
非农化比例

户籍非农化比
职业非农化

样本基数

出生队列（年）
　１９４６前 １８．５　 ３１．１　 １２．６　 ０．５９５　 １１９
　１９４６－１９５６　 １４．８　 ４０．０　 １６．５　 ０．３７０　 １　３３３
　１９５６－１９６６　 １２．８　 ４５．２　 ２０．０　 ０．２８４　 １　３１６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１１．７　 ５７．３　 ２６．４　 ０．２０４　 １　４３９
　１９７６后 ８．５　 ７５．６　 ３６．１　 ０．１１２　 １　１６７
参加工作时间（年）
　１９８１前 １２．８　 ３９．５　 １６．７　 ０．３２５　 ２　５１４
　１９８２－１９９４　 １１．３　 ５６．２　 ２３．９　 ０．２００　 １　６６１
　１９９４后 １２．１　 ７８．９　 ４０．４　 ０．１５３　 １　２００
资料来源：ＣＧＳＳ２００６的加权数据。除户籍非农化比例在各工作队列中的
比例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各指标都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度不错。但是，农民子女身份市民化却相对较为迟缓，作为城市化核心

的人的城市化相对落后，仅仅看到大规模的职业流动并不足以概括中国

社会流动的全貌。另一方面，庞大的中国有尚未享受到市民待遇的流动

人口和产业工人队伍，他们有部分获得了较为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尽
管不多，但至少还是有一部分获得了身份市民化的机会。两个方面综合

在一起，才是更完整的社会面貌。
至于这种断裂何以在中国出现，上述市民化机会，特别是有限的户

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之间是依照何种方式分配，分配机制随着城

市化的发展是否发生了变化，都还需要通过具体和深入的研究进行进

一步探究。具体就本研究而言，可以追问这样的问题：在上述断裂背景

下，不同特征（如不同地区、不同年代、不同文化水平、父母能力不同）的
农民子女在非农化上是否存在差异？上述断裂对不同人的影响是否存

在差异？

三、市民化机会的分配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限的市民化机会被政府用来奖赏那些可能

或已经给国家和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人及其家属，并且职业的非农化

与户籍身份的变更常相伴发生。被选中的农民子女以升学、招工、参军

和家属随迁等名义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及相应的城市居民待遇。当然，
奖赏分配的过程也是个体能动争取的过程，但机会始终控制在政府手

中。在改革开放后，体制外非农就业机会的出现使职业非农化不再完

全受国有、集体单位或政府控制。人们利用各种非官方的资源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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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农业，实现了不同层次的职业非农化。政治忠诚和官员家庭背景

对于非 农 就 业 机 会 的 获 得 及 收 入 水 平 高 低 的 影 响 有 变 弱 的 趋 势

（边燕杰、李路路，２００３）。同时，户籍非农化机会尽管仍牢牢控制在政

府手中，但由于阶段性任务的不同，政府分配非农户籍时奖赏和补偿的

方向也在不断调整，从最初优先国防和工业建设，到优先各种社会主义

优秀人才培养，再转为推动和支持城市化发展。直接可以观察到的变

迁便是人们获得非农户籍的渠道构成的快速变化。
从表２可以看到，参军、招工和转干三种途径１０在获得非农户籍中

的影响不断下降，而征地、购房、户口改革和直接购买户口１１在１９９４年

之后对获得非农户籍的影响日益增大。升学和家属随迁转在改革初期

（１９８２－１９９４）有较大的影响，此后作用相对有所下降。各非农化渠道

相对作用的变化虽不是必然意味着资源分配原则的变化，但对处于不

同社会位置和资源禀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在总的非农化机会没

有显著增长的背景下，渠道变化导致不同特征的家庭和个人的相对位

置的变化也就更加明显。

１０．ＣＧＳＳ２００８、ＣＧＳＳ２０１０、ＣＧＳＳ２０１１都询问了有非农业户口的农民子女获得非农户口的原

因。由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１年的样本量较小，且没有提供权重系数，我们暂且使用２０１０年的调查结

果。另外ＣＳＳ２０１１也询问了类似的问题，但 没 有 询 问 那 些 目 前 是 居 民 户 口 以 前 是 农 业 户 口

的人户籍变换的时间与原因，因此具体的百分比有所差异，但整体结论与ＣＧＳＳ２０１０一致，且

样本量较小，此处从略。

１１．ＣＳＳ２０１１调查中增加了这一条原因，结果显示，获得户籍的人中购买户籍的比例涨到５％
左右，近年有增长趋势，并且１９６７－１９７６年出生的队列购买户口的比例最高。

非农化渠道变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农民子女中女性的不同影响

上。从表２可见，参军、转干原本就很少是女性获得非农户籍的主要途

径，但对于男性却有较大作用。因此，这两个渠道的弱化对男性的影响

更大，对女性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家属随转（婚嫁）一直是女性获得

非农户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男性很少能够通过家属随转获得非农户

籍。因此，家属随转渠道一旦弱化，对于女性的影响可能更大。升学对

非农化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有所提升，但对男性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对女

性的。不过教育对于女性户籍非农化的相对重要性是持续提高的，但对

于男性户籍非农化的相对作用在改革后期似乎有下降的趋势。此外，征
地、购房、户口改革和购买户口对于男性非农化重要性的变化比在女性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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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获

得
非

农
户

籍
的

原
因

随
获

得
年

份
变

化
的

情
况
（ ％
）

户
籍

获
得

年
份

１９
７０

前

全
体

男
女

１９
７０
－
１９
８１

全
体

男
女

１９
８２
－
１９
９４

全
体

男
女

１９
９４

后

全
体

男
女

合
计

全
体

男
女

升
学

２１
．４

２２
．７

１７
．２

１３
．０

１４
．４

１０
．４

２２
．３

２９
．７

１４
．９

２１
．５

２７
．３

１６
．８

２０
．５

２５
．２

１５
．５

参
军

１１
．０

１４
．４

０
．０

８
．４

１２
．８

０
．３

３
．３

６
．４

０
．３

１
．７

３
．７

０
．０

３
．９

７
．４

０
．１

招
工

５３
．７

５６
．９

４３
．４

５０
．２

６０
．７

３０
．４

２９
．３

３４
．３

２４
．３

１３
．０

１６
．４

１０
．２

２６
．８

３４
．６

１８
．４

转
干

２
．６

３
．４

０
．０

２
．９

４
．４

０
．０

１
．０

１
．５

０
．５

０
．９

０
．８

０
．９

１
．３

２
．０

０
．６

征
地

１
．２

０
．０

４
．９

３
．７

１
．４

７
．８

１１
．１

６
．９

１５
．３

２０
．９

２２
．０

２０
．０

１３
．７

１１
．１

１６
．６

　
　

家
属

随
转

９
．２

１
．４

３４
．４

１６
．９

４
．８

３９
．４

２１
．９

１０
．７

３３
．０

１５
．０

５
．６

２２
．８

１７
．１

６
．６

２８
．４

购
房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９

１
．７

１
．９

１
．５

１０
．８

８
．４

１２
．７

５
．５

３
．９

７
．２

　
　

户
口

改
革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７

１
．４

５
．２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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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变迁发生时，因为年龄不同，人生历程不同，受到的影响也可

能存在差异。如果还经常采用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原则，这

种差异就会更清楚。非农化渠道的变化对不同队列的农民子女的影响

也不同。从出生队列的比较看（见表３），参军、招工和转干对于年轻人

的影响要小很多。升学（主要是读大学）成为７０后和８０后获得非农户

籍最重要的途径。其他途径，如家属随迁、征地、户口改革、购买户口等在

不同队列中的相对作用差异不大。１２

表３：获得非农户籍的途径随出生年份变化的情况（％）
出生队列

１９４６前 １９４７－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１９６６　 １９６７－１９７６　１９７６后 合计

升学 １１．５　 ６．５　 １２．６　 ２１．６　 ４８．８　 ２０．５
参军 ６．０　 ４．３　 ４．８　 ２．８　 ２．６　 ３．９
招工 ４４．８　 ３７．４　 ２７．６　 １９．３　 １３．１　 ２６．８
转干 ４．４　 １．８　 ０．８　 ０．６　 ０．３　 １．３
征地 １０．９　 １７．４　 １８．７　 １３．６　 ６．７　 １３．７
家属随迁 １４．７　 １９．６　 １７．３　 １８．９　 １３．１　 １７．１
购房 １．０　 ２．４　 ５．１　 ８．７　 ７．５　 ５．５
户口改革 ４．３　 ７．３　 ７．８　 ７．１　 ５．８　 ６．７
其他 ２．４　 ３．２　 ５．３　 ７．４　 ２．２　 ４．５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样本数 ２７５　 ３５７　 ３７３　 ５１６　 ３３０　 １　８５１
资料来源：ＣＧＳＳ２０１０的加权数据中１４岁后获得非农户籍农民子女案例；

统计检验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我们还可以如上逐一探索其他不同类别的农民子女在非农化方面

的差异，表４给出了不同特征的农民子女实现户籍非农化和职业非农

的比例。从表面上看，男女户籍非农化比例差异很小，但男性职业非农

化的比例高于女性。教育水平越高，获得非农户籍和非农职业的农民

子女比例越大；党员身份、从军经历、地区发展程度与非农化之间都存

在正向的关联。如果以户籍非农化与职业非农化比例的比值来衡量市

民化两个方面的差距（比值越小差距越大），可以看到两种非农化在男

性、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人和非党员农民子女内部断裂更为严重。

１２．在ＣＧＳＳ２０１０和ＣＳＳ２０１１年的数据中，１９７６年 出 生 队 列 中 因 征 地 而 获 得 非 农 户 籍 的 比

例相对较小，但在ＣＧＳＳ２００８数据中，各队列相差不明显。

上面的分析并未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分析效率

也比较低。为此，下面将通过多元分析的办法来探索控制其他变量及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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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不同特征的农民子女中实现非农化的比例（％）

属性
户籍非农化

比例
职业非农化

比例
稳定的职业
非农化比例

户籍非农化／
职业非农化

样本基数

性别

　女性 １１．７　 ４５．８　 １９．２　 ０．２５６　 ２　６９８

　男性 １２．６　 ６１．１　 ２９．２　 ０．２０７　 ２　６７７
民族

　少数民族 ３．１　 ５１．６　 １８．２　 ０．０６０　 ５７７

　汉族 １３．３　 ５３．６　 ２４．９　 ０．２４７　 ４　７９８
教育水平

　文盲半文盲 ３．６　 ２０．５　 ４．６　 ０．１７５　 ６６８

　小学 ６．６　 ３９．３　 １２．７　 ０．１６８　 １　６７９

　初中 ９．６　 ６３．８　 ２７．２　 ０．１５１　 ２　１３１

　高中 ２１．７　 ６９．０　 ３９．９　 ０．３１４　 ４６１

　职校 ４１．３　 ８７．７　 ６０．６　 ０．４７１　 ３１７

　大专及以上 ６８．９　 ９９．２　 ８５．７　 ０．６９５　 １１９
政治面貌

　非党员 １１．９　 ５３．０　 ２３．７　 ０．２２５　 ５　３０７

　党员 ３３．８　 ８５．３　 ５８．８　 ０．３９７　 ６８
参军经历

　未参过军 １１．６　 ５２．６　 ２３．３　 ０．２２０　 ５　１６２

　参过军 ２６．８　 ７２．８　 ４５．１　 ０．３６８　 ２１３
调查地区

　东部 １６．７　 ６８．３　 ３２．６　 ０．２４５　 １　４４９

　中部 １０．７　 ４９．２　 ２２．３　 ０．２１８　 ２　４３１

　西部 １０．２　 ４６．０　 １９．１　 ０．２２１　 １　４９５
合计 １２．２　 ５３．４　 ２４．２　 ０．２２８　 ５　３７４

　　数据来源：ＣＧＳＳ２００６。表中样本基数为加权后的结果，未加权样本总数为
４　３４７个。

机误差之后，群体 之 间 的 差 异 是 否 仍 然 存 在。如 表５所 示，本 文 利 用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调查中的农民子女数据，估计了三个非农化的事件史ＣＯＸ
模型（Ｇｒａｍｂｓｃｈ，２０００；Ｇｕｏ，２０１０），从结果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职业非农化的发生比比女性

高出３０％左右；但男性户籍非农化的可能性只有女性的６２％左右。统

计检验结果表明，上述差异来自随机误差的可能性非常小。农民子女

在非农化上的这种差异可能与男女性别分工以及男女非农化渠道不同

相关。由于男性更多承担家庭经济责任，收入更高的非农职业首先成

为男性争取的对象。近年来，不少地方留守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

正是男性劳动力优先外出和非农化的结果（韩国明、张佩，２０１２；吴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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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ＣＯＸ模型对比（Ｎ＝４　３１４）
职业非农化 相对稳定的职业非农化 户籍非农化

男性 １．２８０＊＊＊ １．３０５＊＊＊ ０．６２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９８） （０．０６３）

年龄 ０．９４６＊＊＊ ０．９３５＊＊＊ １．０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汉族 ０．９０２　 １．０６６　 ２．８０７＊＊＊

（０．０９２） （０．１６８） （０．８１５）

教育水平 １．１０２＊＊＊ １．１５９＊＊＊ １．２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２）

高等教育 ０．７５７＊＊＊ １．５４９＊＊＊ ４．９３８＊＊＊

（０．０５８） （０．１７８） （０．７９９）

参军经历 １．５０５＊＊＊ １．７５０＊＊＊ １．７０３＊

（０．１６０） （０．２７３） （０．３８４）

党员 ０．８８２　 ０．８９４　 ０．９３６
（０．０８０） （０．１１９） （０．１５９）

父亲教育 １．０２０＊＊ １．０３２＊＊ １．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父亲职业 １．３９０＊＊＊ １．４２０＊＊＊ １．４１１＊＊

（０．０７６） （０．１１３） （０．１６７）

文化资本 １．０７２＊＊ １．０９３＊＊ １．０１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３）

中部地区 ０．７１０＊＊＊ ０．８３７＊ ０．８５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９８）

西部地区 ０．６５２＊＊＊ ０．７１４＊＊＊ ０．８４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９） （０．１０８）

伪确定系数 ０．０４２１２５８　 ０．０７５７６３８　 ０．０９０５９２
对数似然比 －１７６００．４２ －７７２１．９５７ －３７９７．７８７
数据来源：ＣＧＳＳ２００６。
注：１．表中系数为指数化风险比率，括号中为标准误。父亲教

育为受教育水平。父亲职业为二分类变量，如果主要从
事非农职业或者有技术职称、管理职位赋值为１，否为０。
文化资本操作化为１８岁时家庭藏书量。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饶静，２００９）。而在户籍非农化方面，婚姻是女性实现上向流动的重要渠

道，她们可以通过嫁给非农户籍男性获得城市户籍。但在“女不下嫁”
的观念下，男性娶城市媳妇获非农户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此，在其

他各方面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仍有一条特有的城市化渠道，其户籍

非农化的机会更高。不过，农民的儿子在教育、政治面貌、参军等方面

比女儿具有优势。因此，在前面的简单描述中，男女户籍非农化比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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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不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
假设１．１：随着职业非农化机会，尤其是一些偏好 女 性 的 制 造 业、

服务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女性非农职业回报率的提高、男女教育水平差

距的缩小，以及年轻一代农民子女从事农业生产兴趣的普遍下降，女性

在职业非农化方面与男性的差异可能会越来越小。
而在户籍非农化方面，随着家属随转渠道在户籍非农化方面的作

用减弱，男女平等观念普及、婚嫁观念的改变、人口结构的变迁和城乡

男女互动机会的增 加 使 城 市 女 性 嫁 给 农 民 子 女 的 情 况 增 加（郭 志 刚、
李丁，２０１０）。因此提出：

假设１．２：在控制其他变量后，男女在户籍非农化机会方面的差异

会逐渐下降。
第二，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获得高等教育的农民子女户籍非

农化的发生比是无高等教育经历者的４．９倍，获得高等教育的农民子

女的稳定的职业非农化是无高等教育经历者的１．５倍。教育是促进非

农化的重要因素，这 在 以 往 的 研 究 中 也 被 多 次 发 现（边 燕 杰 等，２００２，

２００８；吴晓刚，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但教育对非农化的影响可能在不同阶段因政策环境不同而存在一

定的差异。在社会革命及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人力资本是国家选择工

人和干部的标准之一，但政治标准更重要，教育水平高的人社会流动的

机会甚至更少（边燕杰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因此，在改革前，教育对非农化

有影响，但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的差异相对较小；在改革后，教育及其代

表的人力资本得到更多重视，读书上学在农民子女跳出农门方面的作

用得到强化，不同教育水平的人职业非农化及户籍非农化机会的差异

应该有所扩大。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职业非农化门槛的下降，
教育水平对职业非农化的影响应该会有所下降。

近年来，城市扩张和行政区划变革加快，但由此带动的户籍非农化

与个体的教育水平等特征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要个体为相应辖区内

的成员，即可转为非农户籍或居民户籍，因此，这种非农化机会的增加

会扩大不同地区农民子女之间的不平等。但绝大多数地区仍奉行选择

性落户政策，偏好教育水平高的高素质劳动力。因此，教育水平，特别

是大专以上学历对获得非农户籍的影响即使到了最近仍然可能较大，
甚至有所强化。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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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２．１：控制其他变量后，教育水平对职业非农化的影响可能会

出现“弱—强—弱”的变化。
假设２．２：教育水平对于户籍 非 农 化 的 影 响 呈 现 出“弱—强—强”

的态势。
第三，家庭背景对非农化有一定影响。家庭背景在社会流动与地

位获得中的作用通常被用来评估社会的开放程度，作用越大，社会的开

放度越低（Ｂｌａｕ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７）。家 庭 背 景 可 以 用 政 治 资 本、经 济

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等进行衡量（格伦斯基，２００５），它们代表着

家庭可用于子女成长和发展的资源的丰富程度。资源越丰富，子女获

得较好发展机会的可能越大。从上述模型结果可以看到，家庭背景带

来的职业非农化差异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对非农户籍的控制

远严格于非农工作。
家庭背景作用于子女非农化的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直接干预

非农化过程，通过权力优势、经济优势和信息优势为子女争取非农化机

会；另一种是增进子女的能力和素质（如支持子女接受教育），间接地提

高子女非农化机会。改革前，有一段时期，中国的正式教育系统并不完

善，农村家庭即使想投资子女的正式教育也很难，农民子女的正式教育

水平差异不大，家庭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将家庭资本等转变为子女的

素质和能力。因此，在改革前，控制个体教育水平后家庭背景应该还有

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教育制度（包括市场上的教育培训组织）的发展和

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家庭可以通过投资子女正式教育帮助

子女实现非农化。即便是那些最有权势的家庭也不会放弃这一渠道，
甚至更为充分地利用这一渠道（吴晓刚，２００９）。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３．１：在控制个体教育水平等相关因素后，家庭背景对职业非

农化的影响减弱。
假设３．２：到晚近阶段，控制教育水平后，家庭背景变量，如父亲的

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和家庭的文化资本等对户籍非农化的影响应该

会变小，甚至消失。

四、分配机制在变化吗

为了验证上述因素对于非农化的影响是否朝着估计的方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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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别估计了不同就业队列１３的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

的ＣＯＸ模型（见表６）。由于截面数据中的队列差异与年龄及时期效

应混合在一块，不同队列之间的差异因此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时期间的

差异。之所以如此简化，是缺少改革不同阶段的重复性调查数据的结

果。当然，也有不少努力尝试分离年龄—时期—队列的交互效应，但无

一不存在较为强烈的假定（梁玉成，２００７），本文暂不做这样的努力。利

用队列的差异来近似地探究变化趋势的做法在以往研究中经常使用，
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Ｚｈｏｕ，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郝大海、王卫东，２００９）。

通过比较表６中各个队列对应因素的作用系数可以探索相关变量

的作用是否发生变化，而队列虚拟变量与其他自变量全交互的模型中

相应交互项的统计检验可以对相关变量在不同队列中的系数差异是否

显著进行检验（Ｃｌｏｇｇ，１９９５；Ａｉｋｅｎ，１９９１）。如果同一变量在不同队列中的

作用系数存在显著差异，即相关变量与队列之间的交互作用很可能并

不来自随机误差，则非农化的机制确实可能发生了相应变化。

从各队列中相应系数的大小及统计检验可以得到前文有关假设的

检验结果。如表７所示，不同性别的农民子女在非农化方面的差距越

来越小，尤其是职业非农化方面的差异明显缩小，不同队列中相应系数

的差异在统计上 显 著。个 人 教 育 对 于 职 业 非 农 化 的 影 响 确 实 经 历 了

“弱—强—弱”的变化。对于１９９４年后参加工作的队列来说，在控制其

他条件的情况下，拥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会明显推迟职业非农化。个

人教育对户籍非农 化 的 影 响 在 不 同 队 列 中 始 终 保 持 着 显 著 的 强 烈 影

响，并且高等教育水平的影响在改革后有所增强，但这一增长不排除是

随机误差造成的，因为统计检验表明上述差异并不显著。家庭背景对

不同队列的非农化的影响相对稳定，父亲是否以非农职业为主业、有专

业技术职称或行政岗位对其子女获得非农工作和非农户籍都有相对稳

定的正向作用，对于户籍非农化的影响有所增强，但变化不显著。地区

变量对应的系数在不同队列中虽有波动，但统计检验表明这些差异并不显著。

１３．队列划分的时点参考了梁玉成（２００７）关 于 中 国 市 场 化 与 现 代 化 进 程 的 相 关 研 究。社 会

变迁是一个连续过程，选择这些时间点周围的其他年份并不会对主要结论构成威胁。

整体而言，在新近参加工作的队列中，职业非农化机会的分配更少

受性别与教育水平的影响，家庭背景的影响仍持续存在。关于职业非

·０１１·

社会·２０１４·４



书书书

表
６
：不

同
就

业
队

列
职

业
非

农
化

与
户

籍
非

农
化
Ｃ
Ｏ
Ｘ

模
型

结
果

职
业

非
农

化

１９
８１

年
前

１９
８２
－
１９
９４

年
１９
９４

年
后

户
籍

非
农

化

１９
８１

年
前

１９
８２
－
１９
９４

年
１９
９４

年
后

男
性

１
．４
８５




１
．２
２４


犪

１
．１
３２
犪

０
．６
５５


０
．５
８６


０
．８
３１

（ ０
．１
３９
）

（ ０
．１
０８
）

（ ０
．０
９６
）

（ ０
．０
９８
）

（ ０
．１
０１
）

（ ０
．１
７５
）

年
龄

０
．９
７９


０
．９
４７




０
．８
７２




１
．０
４９




１
．０
４５


１
．０
５４



（ ０
．０
０７
）

（ ０
．０
０９
）

（ ０
．０
０９
）

（ ０
．０
１４
）

（ ０
．０
１９
）

（ ０
．０
２７
）

汉
族

０
．８
５２

０
．７
２７


１
．２
９３
犪

２
．４
２４


２
．８
９６


５
．６
１８
犪

（ ０
．１
３７
）

（ ０
．１
１０
）

（ ０
．２
７５
）

（ ０
．９
１９
）

（ １
．４
７８
）

（ ４
．９
７５
）

教
育

水
平

１
．０
９３




１
．１
３１



犪

１
．０
６４


１
．１
９２




１
．２
６４




１
．１
８６




（ ０
．０
１６
）

（ ０
．０
１７
）

（ ０
．０
２０
）

（ ０
．０
２８
）

（ ０
．０
４６
）

（ ０
．０
５９
）

高
等

教
育

１
．５
１６

１
．０
５１
犪

０
．６
８４


犪

３
．６
１０




６
．１
３７




４
．６
７４




（ ０
．３
４５
）

（ ０
．１
２９
）

（ ０
．０
８６
）

（ １
．０
０３
）

（ １
．７
４７
）

（ １
．５
６１
）

父
亲

教
育

１
．０
１２

１
．０
１４

１
．０
２５

１
．０
２６

１
．０
３８

０
．９
５０
犪

（ ０
．０
１３
）

（ ０
．０
１１
）

（ ０
．０
１４
）

（ ０
．０
２０
）

（ ０
．０
２３
）

（ ０
．０
３０
）

父
亲

职
业

１
．４
２４




１
．５
３４




１
．２
２４


１
．３
９７


１
．４
６３


１
．６
５２



（ ０
．１
４８
）

（ ０
．１
３７
）

（ ０
．１
１５
）

（ ０
．２
３３
）

（ ０
．２
８３
）

（ ０
．３
８４
）

文
化

资
本

１
．０
８８


１
．０
５６

１
．０
８６


１
．１
０７

１
．０
１６

０
．９
８１

（ ０
．０
４７
）

（ ０
．０
４０
）

（ ０
．０
３７
）

（ ０
．０
７４
）

（ ０
．０
７１
）

（ ０
．０
８０
）

中
部

地
区

０
．７
３８


０
．６
０３




０
．７
９９


０
．９
３８

０
．９
１７

０
．６
６１

（ ０
．０
７４
）

（ ０
．０
５８
）

（ ０
．０
７５
）

（ ０
．１
５８
）

（ ０
．１
７４
）

（ ０
．１
８２
）

西
部

地
区

０
．６
６８




０
．６
１８




０
．６
３０




０
．７
９５

０
．６
３９

１
．１
７９

（ ０
．０
７９
）

（ ０
．０
６４
）

（ ０
．０
７８
）

（ ０
．１
５２
）

（ ０
．１
５３
）

（ ０
．２
９８
）

伪
确

定
系

数
０
．０
２２

０
．０
２６

０
．０
２９

０
．０
６２

０
．１
３３

０
．１
３９

对
数

似
然

比
－
５６
１２
．７
９７

－
５３
０８
．５
６４

－
４２
７５
．９
３９

－
１７
４２
．０
０６

－
９６
５
．７
４８
５

－
６０
４
．６
７１
５

样
本

数
１
９９
３

１
４１
８

９０
３

１
９９
３

１
４１
８

９０
３

注
： １
．
表
中
系
数
为
指
数
化
风
险
比
，括
号
中
为
标
准
误
；显
著
性
水
平
： 
狆
＜
０
．０
５
，

狆
＜
０
．０
１
， 

狆
＜
０
．０
０１
。

２
．
上
标
犪
表
示
相
关
自
变
量
与
队
列
变
量
虚
拟
变
量
（ １
９８
１
年
以
前
参
加
工
作
的
队
列
为
参
照
组
）的
交
互
项
对
应
系
数
在
０
．０
５
水

平
以
上
显
著
，未
标
明
则
统
计
检
验
不
显
著
。

·１１１·

有限机会的公平分配



表７：各假设的检验结果
假设 假设内容 检验结果

１．１ 男女在职业非农化上的差异变小 得到验证

１．２ 男女在户籍非农化上的差异变小 变小，但差异不显著

２．１
教育水平对职 业 非 农 化 的 影 响 呈“弱—
强—弱”的变化

得到验证

２．２
教育水平对户 籍 非 农 化 的 影 响 呈“弱—
强—强”的态势

变强，但增长不显著

３．１
在控制个体教 育 水 平 等 相 关 因 素 后，家
庭背景对职业非农化的影响减弱。 稳定未变，差异不显著

３．２
在控制个体教 育 水 平 等 相 关 因 素 后，家
庭背景对户籍非农化的影响减弱。

未得到验证，有所增强，
但不显著

农化的假设１．１、假 设２．１得 到 验 证，假 设３．１未 得 到 验 证。也 就 是

说，在年轻人队列中，虽然非农就业机会和正式教育机会已经大大增

加，但家庭因素似乎对职业非农化过程的介入并无明显消退。相反，关
于户籍非农化的三个假设都未能得到明确的验证，户籍非农化机会在

各群体之间的分配格局似乎更为稳定。不过，模型结果表明，教育是影

响晚近队列户籍非农化的重要因素，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后两个队列的

户籍非农化模型的伪确定系数远远大于职业非农化模型，且仅仅纳入

教育水平和是否接受高等教育这两个变量，伪确定系数也达到０．１１以

上）。如果资源分配更多地依赖个体的能力而非家庭的背景说明这种

分配相对较为公平，那么，相对于职业非农化，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

子女之间的分配保持着相对的公平性。
教育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增强使得对教育资源和教育获得的研究

变得更为重要。有关教育获得的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有明

显影响，教育机会在不同家庭之间的分配并不平均，优势家庭试图通过

教育努力维持阶层之间的差异（吴晓刚，２００９），这也是社会公众日益关

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不过，上述分配机制至少在表面上

比较公平和相对得民心。长久以来，学界和公众对户籍制度及户籍非

农化机会太少确实有很多批评，但对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之间

分配的公平性并没有明显的质疑。这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首先，相当

部分户籍非农化机会是通过升学这一相对公开的渠道分配出去的，招

工、转干、家属随转等更可能藏有“猫腻”的途径在弱化；其次，户籍制度

改革直到最近才刚刚开始，一些地区开始试验积分入户等户籍政策，但

·２１１·

社会·２０１４·４



真正因此而获得城市户籍的人仍然少得可怜；１４第三，对户籍非农化影

响越来越大的征地拆迁和行政区划变更，在进行利益补偿过程中也保

持了相对的内部公平性。关于集体经济和征地问题的研究表明，征地

补偿和安置（包括户籍非农化机会）在集体内的分配奉行着平均主义原则。

１４．广州市２０１０年通过积 分 入 户 的 人 数３　２２７人（参 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ｍｉｎ．ｃｎ／ｒｏｌｌｎｅｗｓ／

２０１１／０７／２２／１１４８４９１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２年 首 批 通 过 积 分 取 得 深 圳 户 籍 的 有９　８８２人（参 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ｚｈｋｒ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３１４．ｈｔｍｌ）。

五、结论

本文认为，对农民子女市民化进程的研究不仅可以化解以往社会

分层研究和劳工研究因样本选择性而带来的结论偏差问题，还能抓住

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从新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与社会流动

提供见解。通过将１４岁以前未获得非农户籍的人定义为“农民子女”，
本文利用 ＣＧＳＳ等 全 国 性 的 调 查 数 据 对 农 民 子 女 市 民 化 的 两 个 方

面———职业非农化和身份市民化（或户籍非农化）———的水平和分配方

式进行的探索。结果表明，户籍非农化及其所代表的身份市民化机会

长期供给不足造成了农民子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的巨大断裂。虽

然户籍非农化渠道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综合分析

表明，户籍非农化机会的分配仍算相对公平，控制相关条件后，个体受

教育水平有着很强的解释能力。
户籍非农化机会的供给不足与国家和资本过于功利地利用农村劳

动力有关。除完善的制度、先进的技术、广阔而统一的市场和廉价的资

源与土地外，中国的现代化与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大量廉价而规训有

素的劳动力。通过制造、维持并利用巨大的城乡差异以及农民对于现

代生活的向往，国家不仅保证了劳动力的廉价性，还激发出他们对于金

钱的强烈愿望与高度禁欲主义精神。尽管政府吝啬于农业投资、农村

开发、劳工保护和城市外来人口公共福利供给有千万种理由，但归根结

底是想降低 发 展 的 直 接 成 本，提 高 发 展 的 速 度（黄 宗 智，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潘毅等，２００９）。尽管有所反抗并越来越频繁，但整体而言，以农民工为

代表的农民的子女是温和的，或者说是“失语”而“不行动”的（陈映芳，

２００５ａ；潘毅，２００８；潘毅、陈敬慈，２００８；余晓敏、潘毅，２００８）。将自己定

位为城市的“局外人”，容易满足于生活的相对改善，或已经异化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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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温和与不行动（陈映芳，２００５ａ）。但国

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意分化农民子女群体，并努力维持一定限度的公

平性，为这种温和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户籍制度将中国人分为

城市人和农村人，而等级化的职业非农化机会和有限的户籍非农化机

会又将农民子女分割为不同的群体，防止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子女直接

以新市民或公民的身份要求与老市民同等的公民权利。非农化机会在

农民子女内部相对公平分配和充足的非农化就业机会进一步平息了农

民对国家政策的不满。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市民化必将提速。政策的剧变也许会在一夜

之间将大量农民子女的农业户籍转变为城市户籍，但若不能保证这种

机会的分配公平有效，剧变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同样，剧
变如果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权利平等，新老市民之间的不均等将更容易

成为公共议题。考虑到市民权利普及所带来的巨大公共资源负担、新

老市民融合的长期性，以及广泛存在的发展不均，市民化绝对不是一个

一蹴而就的过程。如何实现农民子女非农化适度而公平仍是一个值得

研究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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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０２）：１２５－１５０．

吴愈晓．２０１１．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Ｊ］．中
国社会科学（１）：１１９－１３７．

徐建玲．２００８．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Ｊ］．农业经济问题（９）：６５－７０．
杨华．２０１２．“中农”阶层：当前 农 村 社 会 的 中 间 阶 层———“中 国 隐 性 农 业 革 命”的 社 会 学

命题［Ｊ］．开放时代（３）：７１－８７．
余京津．２０１２．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影 响 因 素 研 究［Ｊ］．湖 北 经 济 学 院 学 报（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５）：１６－１７．
余晓敏、潘毅．２００８．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Ｊ］．社会学研究（３）：１４３－１７１．
张达．２０１２．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分析［Ｊ］．社会工作（９）：３７－４０．
张建明、洪大用、郑路、吴善辉．１９９８．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Ｊ］．中国人

民大学学报（５）：６５－７０．
张金荣．２００４．培育中间阶层建设小康社会［Ｊ］．战略与管理（３）：８０－８３．
张裴．２０１１．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Ｊ］．人口研究（６）：１００－１０９．
张宛丽．２００２．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Ｊ］．江苏社会科学（４）：８５－９４．
张宛丽、李炜、高鸽．２００４．现 阶 段 中 国 社 会 新 中 间 阶 层 的 构 成 特 征［Ｊ］．江 苏 社 会 科 学

（６）：１００－１０７．
郑杭生．２００５．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Ｊ］．甘肃社会科学（４）：４－８．
郑辉、李路路．２００９．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Ｊ］．社会学研究（６）：６５－８６．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 中 心．２００８．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报 告（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Ｍ］．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周晓虹．２００２．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Ｊ］．江苏社会科学（６）：３７－４６．
周晓虹，编．２００５．全球中产阶级报告［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晓虹．２００８．中产阶级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Ｊ］．探索与争鸣（７）：８－１０．
周晓虹．２０１１．中产阶级是怎样诞生的？———欧美及 东 亚 中 产 阶 级 的 发 展 历 程［Ｊ］．社 会

观察（２）：３３．
周怡．２００９．布劳—邓肯模型之后：改造抑或挑战［Ｊ］．社会学研究（６）：２０６－２２５．
Ａｉｋｅｎ，Ｌｅｏｎａ　Ｓ．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Ｗｅｓｔ．１９９１．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Ｂｉａｎ，Ｙａｎｊｉｅ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Ｒ．Ｌｏｇａｎ．１９９６．“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６１
（５）：７３９－７５８．

Ｂｌａｕ，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ｄ　Ｄａｎｑｉｎｇ　Ｒｕａｎ．１９９０．“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９）：３－３２．

Ｂｌａｕ，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ｄ　Ｏｔｉｓ　Ｄｕｄｌｅｙ　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７．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ｄ　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Ｐａｓｓｅｒｏｎ．１９９０．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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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Ｃａｏ，Ｙａｎｇ．２００１．“Ｃａｒｅｅｒ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８０（２）：６８３－７１１．
Ｃｌｏｇｇ，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Ｃ．，Ｅｖａ　Ｐｅｔｋｏｖａ，ａｎｄ　Ａｄａｍａｎｔｉｏｓ　Ｈａｒｉｔｏｕ．１９９５．“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ｌ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０（５）：３２．

Ｆｅａｔｈｅｒｍａｎ，Ｄａｖｉｄ　Ｌ．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Ｈａｕｓｅｒ．１９７８．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Ｇｒａｍｂｓｃｈ，Ｔｅｒｒｙ　Ｍ．ａｎｄ　Ｔｈｅｒｎｅａｕ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２０００．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Ｄａｔａ：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ｘ　Ｍｏｄｅ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Ｇｒｕｓｋｙ，Ｄａｖｉｄ　Ｂ．１９８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　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ｍ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４８（４）：４９４－５０６．

Ｇｕｏ，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２０１０．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ａｕｓｅｒ，Ｒｏｂｅｒｔ　Ｍ．１９８１．“Ｈｏｐ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６０（２）：５７２－５８４．
Ｌｉ，Ｂｏｂａｉ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Ｇ．Ｗａｌｄｅｒ．２００１．“Ｃａｒｅｅ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Ｐａｒｔｙ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ｌｉｔｅ，１９４９－１９９６．”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６（５）：１３７１－１４０８．

Ｎｅｅ，Ｖｉｃｔｏｒ．１９８９．“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５４（５）：６６３－６８１．

Ｎｅｅ，Ｖｉ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１９９６．“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２）：４０１－４３５．

Ｗａｌ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ｗ　Ｇ．２００２．“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ａ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６７（２）：２３１－２５３．

Ｗｕ，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Ｊ．Ｔｒｅｉｍａｎ．２００４．“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５５－１９９６．”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４１（２）：３６３－３８４．

Ｘｉｅ，Ｙｕ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Ｋｉｌｌｅｗａｌｄ．２０１０．“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Ｄａｔ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Ｆａｒｍ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Ｚｈｏｕ，Ｘｕｅｇｕａｎｇ，Ｔｕｍａ　Ｎａｎｃｙ　Ｂｒａｎｄｏｎ，ａｎｄ　Ｐｈｙｌｌｉｓ　Ｍｏｅｎ．１９９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Ｊｏｂ－Ｓｈｉｆ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４９ｔｏ　１９９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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